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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各种经济要素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将会更加

自由地在城市间流动，从而放大大城市对区域内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加重这些城市的人口收缩。如何促进人口收

缩城市与整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势必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

2009—2018 年的常住人口数据对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识别发现，长三角地区已有中小城市出现人

口收缩，且常住人口规模越小，收入水平越低，距离区域内中心城市越远，出现人口收缩的可能性越大；城市人口

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主要缘于城市人口收缩引致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下降。据此，人口收缩城

市应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在最大范围内与区域内城市产生交互作用，以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吸引人才方

面的优势与城市群的集聚经济效应。 

【关键词】：实际城市人口收缩 潜在城市人口收缩 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9.9；F2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097（2021）08-0021-08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扩张和增长已不再是城市唯一的演进路径，城市人口收缩正成为“新常态”席卷全球[1]。自 20 世

纪下半叶以来，城市人口收缩就已成为欧洲和北美许多大城市转型的共同路径[2]。1960—2005 年，欧洲人口超过20万人的城市

中，有 40%以上的城市出现了人口收缩[3]；美国 2006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个最大的城市中有16个城市出现人口收缩[4]。

截至 21世纪初，全球超过1/6 的城市经历了持续人口流失，城市人口收缩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城镇化率在 1978 年仅为 17.92%，到 2019 年已突破

60%。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开始不断向大城市集聚，而部分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在此过程中不得不面临

人口收缩的“困境”。张学良等（2016)
[6]
、杜志威和李郇（2018)

[7]
、孟祥凤等（2019)

[5]
、刘振等（2020)

[8]
均指出，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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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实际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20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

任务》中也再次强调收缩型城市的发展策略[9]。这说明中国的城市人口收缩已引起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 

区域一体化发展是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发展的主要方向。从 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

到 2019 年 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的互联互通日益紧密、要素流动愈

发频繁。然而，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各种经济要素在城市间将会更加自由地流动，势必增强大城市对区域内中

小城市经济要素的虹吸效应，从而加速中小城市的人口收缩。 

那么，城市人口收缩会引起什么经济效应呢？一类文献如 Wiechmann 和 Pallagst(2012)[10]、Hospers(2014)[11]、

Nelle(2016)
[12]
、杨玲和张新平（2016)

[13]
、刘玉博等（2017)

[14]
、吴浩等（2019)

[15]
认为，城市人口收缩会引起负面的经济效应。

另一类文献如 Hollander(2011)[16]、Bontje 和 Musterd(2012)[17]、Hartt(2019)[18]、郭源园和李莉（2019)[19]却指出，城市人口收

缩引起的经济效应并非总是负面的。那么，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收缩引起的经济效应究竟如何呢？目前，针对长三角地区城市

人口收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人口收缩识别、测度与影响因素方面（吴康等，2015)[20]，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城市人口收缩引起

的经济效应。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可能由于大城市放大的虹吸效应而出现人口收缩。如果

人口收缩对这些中小城市造成负面的经济效应，那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促进人口收缩城市与

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序及高效推进的必然选择。为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为研究对象，利用 2009—2018年常住人口数据考察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特征，并解析城市人口收缩引起的经济效应，

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回应。 

二、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特征分析 

（一）研究区域概况、识别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研究区域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限定的长三角地区规划范围[21]，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全域的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1。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力资源较丰富，2018 年区域内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11479.24 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23.49%；年末人口数达到 2253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6.15%,2009—2018 年的人口增长

率为 5.18%2，大于同期全国4.56%的人口平均增长率3。 

2.识别方法与数据来源 

虽然城市人口收缩现象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但关于城市人口收缩的识别方法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其中，较为普遍

的方法是采用 2005 年和 2018 年两个时点的人口数量，刘玉博等（2017)[14]、张明斗和曲峻熙（2019)[22]的研究以人口数量出现

负增长作为界定城市人口收缩的重要标准。根据该方法，本文将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实际人口收缩定义为：一个城市从 2009年到

2018 年出现了人口数量的负增长。同时，考虑城市人口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化也是衡量城市人口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补充

指标（Turok 和 Mykhnenko,2007)[23]，本文在识别城市实际人口收缩的基础上，参考徐常建（2020)[24]研究的处理方法，以长三

角地区城市 2009—2018 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减去同期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 4.56%，计算排除人口整体增长影响后的城市人口相

对增长率，并将人口相对增长率为负定义为潜在人口收缩。 

各城市 2009—2018年的年度 CPI来源于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都来源于 2009—201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

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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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三角地区人口收缩城市的特征 

根据上文的识别方法，本文利用 2009—2018年各城市的常住人口平均增长率和常住人口相对增长率来界定长三角地区城市

人口收缩的情况。 

长三角地区的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 5 个城市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占比达 12.20%；有 15个城市存在潜在人口收缩，

占比达 36.58%。这表明长三角地区出现实际人口收缩的城市虽占比不高，但出现潜在人口收缩的城市却有较高比例。可以预测，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将放大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并可能加快这些城市由潜在人口收缩向实际人口收缩转变。 

从城市行政等级来看，长三角地区发生城市人口收缩的城市都是行政等级相对较低的中小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

级市等行政等级相对较高的城市均未发生实际人口收缩和潜在人口收缩。具体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在存在实际人口收缩的 5

个城市中，3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位于 100万～500 万人，2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位于 500万～1000 万人；在存在潜在人口

收缩的 15个城市中，11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位于100 万～500 万人，4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位于 500 万～1000万人；常住

人口规模在 1000 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都不存在人口收缩。这说明常住人口规模越小的城市，发生人口收缩的可能性越大。 

通过对比三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发现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和潜在人口收缩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具体来看，2018 年

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和潜在人口收缩城市的城镇人口比重 4分别为 53.72%和 58.20%，明显低于无人口收缩城市的69.61%。对比这

三类城市的收入水平发现，2018 年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和潜在人口收缩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 70985.60 元和 76619.27 元，

明显低于无人口收缩城市的 89421.38元。这说明城市人口收缩多发生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城市。 

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具体情况来看，上海整体上不存在人口收缩，总人口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近年来人口增长率却出

现显著下降。如上海市考察末期三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为 0.17%，明显低于考察初期三年间（2009—2011 年）22.18%的人口增长

率。这意味着上海这座特大城市已不再是人口持续扩张的热点区域，这与吴康等（2015)[2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浙江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包括衢州和丽水，均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内陆边缘地带，距离杭州、宁波等省内大城市较远。通过

百度地图查询城市间人民政府推荐路线的交通距离可发现，衢州和丽水到省会城市杭州的交通距离分别为 223.6 公里和 259.3

公里，明显远于省内无人口收缩城市 5到杭州的交通距离均值176.1 公里。 

江苏存在人口收缩的城市更多集中在苏中和苏北 6，苏南除了镇江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都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江苏 13 个

地级市中，盐城和泰州 2 个城市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占比达 15.38%。其中，盐城位于苏北，泰州位于苏中，而苏南的城市尚未

出现实际人口收缩。除了存在实际人口收缩的盐城和泰州之外，另有南通、扬州、镇江、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 7 个城市

存在潜在人口收缩，占比达 53.85%。 

安徽存在人口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与外省的交界处，且距离省会城市合肥较远。安徽 16个地级市中，安庆、阜阳、六安

3 个城市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占比达 18.75%，均位于安徽与河南、湖北交界的皖西地区。除了存在实际人口收缩的城市之外，

安徽另有滁州、池州、宣城、亳州、宿州、黄山 6 个城市存在潜在人口收缩，占比达 37.50%，主要集中于安徽与河南、江西的

交界地带。 

三、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现实观察 

对于反映城市生产率的指标，根据柯善咨和赵曜（2014)
[25]
、郝伟伟和张梅青（2016)

[26]
的测度方法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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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用人均 GDP 进行表征，具体采用以 2008 年为基期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地区生产总值与年末常住人口的比值来测算。 

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统计了样本考察初期（2009 年）和末期（2018 年）存在实际人

口收缩、潜在人口收缩和无人口收缩三类城市的人均GDP。 

长三角地区在样本考察初期（2009 年），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城市与无人口收缩城市的人均 GDP 相差 28809.27 元，存在潜在

人口收缩城市与无人口收缩城市的人均 GDP 相差 22879.39 元；在样本考察末期（2018 年），存在实际人口收缩城市与无人口收

缩城市的人均 GDP 相差 37614.04 元，存在潜在人口收缩城市与无人口收缩城市的人均 GDP 相差 28447.68 元。这说明存在人口

收缩（包括实际人口收缩与潜在人口收缩）城市的生产率不仅始终低于无人口收缩城市，而且至样本考察末期，人口收缩城市

与无人口收缩城市的生产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进一步从存在实际

人口收缩、潜在人口收缩和无人口收缩三类城市 2009—2018年人均 GDP 增量来看，无人口收缩城市的人均 GDP 增量最大，潜在

人口收缩城市次之，实际人口收缩城市最少。这说明人口收缩越严重，对城市生产率产生的负效应越大。 

（二）计量模型设定 

1.理论机制分析 

城市人口收缩不仅造成城市人口规模的减少，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当地人力资本的减少。这是因为，在城市人口收缩过程中，

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更容易流出，正所谓“人往高处走”。实际上，蔡翼飞和张车伟（2012）的研究已得出，

受教育水平更高和更健康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流出[27]。相对于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能更有效地对知识加以吸收、转化

和利用，进而提高城市生产率。事实上，王德祥和薛桂芝（2016）、徐常建（2020）的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生产率

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4,28]。 

此外，城市人口收缩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必然引起当地就业密度降低，而就业密度降低意味着经济集聚程度的下降。而且，

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失还会引致生产活动的减少、消费能力的下降等。劳动力流失所引起的这些连锁反应将进一步加剧经济集聚

程度下降。与此同时，发生人口收缩的城市更多集中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以及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29]，在人口收缩使得各种

经济资源流向大城市的情况下，这些城市将较难承接大城市的分工协作，从而无法充分利用大城市集聚经济的扩散效应来提高

自身的经济集程度。 

综上分析可得，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城市人口收缩导致高技

能劳动力流出，从而减少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城市人口收缩通过劳动力流失与限制利用大城市集聚经济的扩散效应

而使经济集聚程度下降。 

2.变量选择 

根据理论机制分析，具体变量选择如下： 

(1）因变量：城市生产率（pgdp）。具体计算见上文。 

(2）自变量：城市人口收缩（shrink）。根据上文城市人口收缩的识别结果，如果存在城市人口收缩（包括实际人口收缩与

潜在人口收缩）的情况，自变量城市人口收缩 shrink 取 1，否则取 0。 

(3）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如刘玉博等（2017)
[14]
、张明斗和曲峻熙（2020)

[29]
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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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对外开放度（fdi），采用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fexp），以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科教支出占比（sciedu），采用科学支出与教育支出的总和

除以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数值表示。 

(4）中介变量。(1)人力资本水平。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从业人员数反映了区域对人才的吸引能力，是刻画

人力资本水平的本质所在，故关于人力资本水平（ta）的测度，参考何舜辉等（2017)[30]的处理方法，选择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的从业人员数表示。(2)经济集聚程度。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主要体现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经济活动和劳动力的集中

程度，诸多研究如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31]、任晓松等（2020)[32]采用经济密度、就业密度等指标进行衡量。本文将沿用这一

处理方法，在具体的测度上，参考叶德珠等（2020)[33]采用去价格化处理的地区生产总值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表征经济密

度（ecd），采用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的比值表征就业密度（emd）。 

3.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重点在于检验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为此，本文设定如下基本检验模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λ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α为回归系数。 

为了对基本检验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的中间机制检验，本文基于上述理论机制分析，重点从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集

聚程度两个层面展开具体的实证检验。为此，参考温忠麟等（2004)[34]的研究，设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M代表中介变量，其他符号具体定义同上文。 

（三）回归结果与分析 

1.基本回归结果 

在单独加入城市人口收缩的情形下，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负，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而且，这种负

相关关系在加入控制变量和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依然成立。这说明长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的确具有负效

应。 

2.中间机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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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实证结果可知，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接下来对这一回归结果进行中间机制检验。 

第（1）列、第（3）列和第（5）列中 shrink 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市人口收缩的确制约了人力资

本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第（2）列中 lnta 的系数、第（4）列中 lnecd 的系数以及第（6）列中 lnemd 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均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产率的提高。第（2）列将城市人口收缩、人力资

本水平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与第（7）列相比，城市人口收缩影响城市生产率的估计系数绝对值出现减小，从而验证了城市人口

收缩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水平而使城市生产率下降。第（4）列将城市人口收缩、经济密度同时纳入回归模型，第（6）列将城市

人口收缩、就业密度同时纳入回归模型，与第（7）列相比，城市人口收缩的系数绝对值与显著性都出现下降，从而验证了城市

人口收缩通过减少经济集聚程度而使城市生产率下降。 

四、应对长三角地区人口收缩城市的政策回应 

本文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都是中小城市，且以潜在人口收缩为主。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各种经济要素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将会更加自由地在城市间流动，从而放大大城市对区域内中小城市的

虹吸效应。依据这一思路，可以预见的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可能加快中小城市由潜在人口收缩向实际人口收缩的转变。

本文研究进一步表明，长三角地区中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因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可能对出现人口

收缩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目标相悖，因为区域一体化的有效推进不是仅仅要求

大城市取得发展，而是要求区域内大中小城市之间实现协调发展。实际上，本文研究已显示，出现人口收缩的中小城市在经济

增长方面本来就存在诸多劣势，如行政等级较低、人口规模较小、城市化水平较落后、收入水平较低以及距离区域内中心城市

较远等。这就要求在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更加重视这些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 

那么，这些出现人口收缩的中小城市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呢？作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先行者”，苏浙沪皖三省一市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是该地区共同的政治任务（刘志迎，2019)[35]，这要求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的实现必须是高质量的，从而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示范作用。因此，长三角地区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必须

处理好这一问题。为此，这些中小城市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区域一体化塑造的空间新格局来构建新的

城市发展模式。实际上，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意味着长三角城市间传统的行政区划将逐步被打破，城市群经济将取代行政区经济

成为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现实来看，全球范围内空间竞争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群，而非单个城市，任何城市的健

康发展都离不开自己所在的城市群。因此，人口收缩城市应改变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城市发展模式，积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在最大范围内与区域内城市产生交互作用，以形成城市群经济作为主动力的城市发展模式。本文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

中城市人口收缩对城市生产率具有负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人口收缩使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下降。据此，在充分

利用城市群经济时应重点围绕这两方面来展开，具体的政策措施如下： 

(1）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势。长三角区域（特别是其中的中心城市）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

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很强的人才吸引力，人口收缩城市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弥补自己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不足。为此，一要打破

“人才所有”的传统理念，树立“人才所用”的灵活用工模式，特别是加强与邻近中心城市共同构建高端人才联合使用机制，

以充分利用这些中心城市高端人才的“余热”；二要加强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人才交流与联合培养，充分利用这些城市在各个

领域中对一流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三要推动与区域内其他城市建立统一的人才评价体系与人才保障服务标准，在此基础

上构建柔性人才引进与使用机制，以充分共享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优质人才资源。 

(2）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整个城市群的集聚经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将会使得城市群经济最终取代行政区经济

成为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以城市群作为整体所形成的集聚经济将最终取代自身的城市集聚经济对城

市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如何充分利用整个城市群的集聚经济是人口收缩城市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课

题。为此，一要改变重点利用自身集聚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加强与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分工合作，通过拓宽分工广度与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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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深度同这些城市产生交互作用，以实现城市群集聚经济作为驱动力的城市发展模式；二要强化与长三角区域内中心城市的

分工合作，构建与中心城市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接交融格局，以充分利用集聚经济的扩散效应；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在连接城市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提高与其他城市间的网络链接度，嵌入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体系中，以充分利用整个城

市群在虚拟经济空间方面的集聚效应。 

(3）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效应。本文研究表明，与无人口收缩城市相比，人口收缩城市在实体经济地理空

间方面具有劣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引起虚拟空间的极速膨胀对城市群实体经济地理空间的重塑对这一劣势具有弥补作用。实际

上，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网络化，网络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虚拟空间随着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极速膨胀，从而重塑城市群实体经济地理空间。这种重塑给人口收缩城市带来以下三种经济效应：

其一，虚拟空间对城市群实体经济地理空间限制的打破为人口收缩城市突破城市行政边界障碍提供了新的契机；其二，虚拟空

间的极速膨胀使人口收缩城市能够突破实体经济地理空间的限制，为其提供了更广的虚拟空间发展半径；其三，虚拟空间与实

体空间的融合为人口收缩城市融入长三角城市群提供了新的路径。因此，为了弥补自身在实体经济地理空间方面的劣势，人口

收缩城市必须充分利用这三种经济效应。主要措施为：一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与其他城市实现网络的一体化；二要重

点构建“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加强网络经济的发展；三要加强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融合以强化与其他城市的合作关系，

实现城市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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